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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慈善捐赠行为的代际效应

———中国慈善捐赠本土研究的新探索

杨永娇　史宇婷　张　东

提要：家庭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人慈善行为发生的微观基础。

本研究从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传统文化及慈善环境出发，从纵向的家庭关

系角度讨论了当前中国社会个体慈善捐赠行为的代际效应。研究发现，家庭

成员的慈善捐赠行为存在代际效应，这种代际效应包括向下的代际传递和向

上的代际反哺，且反哺的效应比传承的效应强。进一步研究发现，该差异在

子辈为８０后、９０后的家庭中尤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反映了具有中国特
色的代际关系以及家庭之于慈善激励的核心位置，凸显了发展根植于中国本

土的慈善捐赠理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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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一）发展根植于中国本土的慈善捐赠理论
慈善捐赠指的是向慈善组织或受益人自愿、无偿赠与有形或无形

财产的行为。国内外社会学界对个人慈善捐赠已开展了数十年的研

究，研究内容包括了慈善捐赠的内涵、发生、类型、参与程度和持续性等

多个方面。对于捐赠行为的发生而言，影响因素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

因素。内部因素主要指由需求所导致的捐赠动机，包括利己、利他和互

惠三种。利己动机研究主要关注获得物质财富与社会声誉等方面，利

他动机研究侧重义务利他和社会责任方面，互惠动机研究则是从捐赠

使得捐赠方与受益方均受益的角度进行的（Ｖｅｓｔｅｒｌｕｎｄ，２００６）。外部
因素表现为多个方面，包括制度因素、组织因素和环境因素等。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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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来说，税收激励政策有助于实现帕累托改进，增加捐赠的总效用，

起到激励作用（Ｈｏｃｈｍａｎ＆Ｒｏｄｇｅｒｓ，１９７７）。从组织过程层面来说，慈
善捐赠过程中也会产生激励因素，例如，慈善组织良好的能力及公信

力、高质量的慈善活动和项目等（赵宝爱，２０１１）。从社会环境层面来
说，慈善捐赠行为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体制内外的动员、

同辈压力等对其具有显著影响（Ｍｅｅｒ，２０１１；胡荣、沈珊，２０１３；毕向阳
等，２０１０）。除此之外，如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
也是学界经常探讨的影响因素（Ｂéｎａｂｏｕ＆Ｔｉｒｏｌｅ，２００６；Ｂｅｋｋｅｒｓ＆Ｄｅ
Ｇｒａａｆ，２００６；Ａｎｄｒｅｏｎｉ＆Ｖｅｓｔｅｒｌｕｎｄ，２００１）。

然而，家庭在个人慈善捐赠行为中的角色和作用却很少被提及，该

研究取向与西方社会的基本结构有关。费孝通先生指出，在西方现代

社会的“团体格局”中，人与人的关系就像“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费

孝通，１９９８）；在每个团体中，即使存在组别和等级的“亚团体”差异，内
部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是平等的，团体结构中的单元边界是清晰的（马

戎，２００７）。这种社会结构和运行规则的特征与宗教（基督教）有着密
切关联。在西方社会中，宗教和神是团体的象征，并由此派生出两个重

要观念：一是每个个体在神前平等；二是神对每个个体公道，“团体对

个人的关系就象征在神对于信徒的关系中，是个有赏罚的裁判者，是个

公正的维持者，是个万能的保护者”（费孝通，１９９８：３２）。家庭作为团
体单元之一，其地位也并不比国家或教会等其他团体单元更重要。正

如梁漱溟先生曾指出的，西方社会“以基督教转向大团体生活，而家庭

为轻，家族以裂”（梁漱溟，２００５：４６）。从这样的社会结构所生发和积
淀的慈善文化传统，也体现出个人本位、互济文化以及宗教慈善观念的

根深蒂固（韩丽欣、郑国，２０１４）。由此，西方学界研究慈善行为的视角
常常聚焦于个体特征、社会组织和宗教信仰，而甚少采取家庭的角度。

国内对个人慈善捐赠行为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关研究大多是借用

源自西方的既有的慈善理论。正如林南（１９８６）所指出的，国内学界存
在一个通病，即将西方理论“简单移植”到对中国本土经验材料的分析

上，甚少针对中国情境的特殊性调整研究框架，而根据中国经验和西方

理论的差异发展新的理论解释则更难得一见。从认识论或方法论的角

度而言，当我们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概念、观点来考察中国社会情境

下的现实或现象时，“知识的跨情境效度问题”（王宁，２０１７：１８）则变得
不可回避。要克服研究中理论视角和研究对象及应用情境的“水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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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则需要我们采取一种“社会学本土化”思维。具体到本研究，这意

味着分析中国居民个人慈善捐赠行为的主要因素和驱动力时，需要考

虑中国情境，即中国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发展根植

于中国本土的慈善捐赠理论。已有研究通过考察中国的制度环境对个

体慈善行为的影响，部分揭示了慈善行为的“中国特色”（毕向阳等，

２０１０）。本研究从最基础的社会结构出发来探讨个体的慈善行为，将
进一步推动中国本土慈善捐赠理论的构建和完善。

（二）“家本位”与中国的慈善事业
人类的行为深受其所处的社会结构的影响，研究个人慈善捐赠行

为不能忽视其所依赖的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结构的形成深受儒家传统

文化的影响。儒教伦理的核心是把家庭奉为社会关系最完美的化身，

对家庭的责任胜过所有其他责任，包括对皇帝、上苍或任何其他的世俗

或宗教权威的责任和义务（福山，２００１）。这种对“家本位”的强调首先
体现为个人进入社会生活的前提是在家庭中进行各种道德生活实践，

并形成一定的道德生活标准；同时，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

须通过其对家庭的贡献得以实现（文贤庆，２０１４）。从历史的角度看中
国的家庭主义，就会发现牢固的家庭制度是一种基本防御制度，有助于

个人与险恶多变的环境抗争。而从现实来看，华人社会多小规模的家

族企业，这也体现了华人对家庭和家人的依赖。

与儒家传统的文化、道德体系一脉相承，中国的社会结构表现出

一种“差序格局”，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费孝通，１９９８）。
“差序格局”的内涵可概括如下：社会成员之间存在因关系的远近而

有差别的行为互动模式。以个体为中心，存在一个与其由亲至疏而

渐次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张江华，２０１０）。这种社会关系网络模式
强调血缘关系的重要性，公私、群己关系的相对性，自我中心的伦理

价值观，以及“利用传统人际关系和伦理维持社会秩序”的礼治秩序

（阎云翔，２００６），也使得中国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西方以“团体”为主导
的社会结构。与西方社会不同，“家”（包括家庭和家族）在“差序格

局”的结构中有着仅次于“己”的重要地位（余英时，２００３；马戎，
２００７），甚至在一些学者的观点中是超越个人的意义所在（陈顾远，
２０１１）。阎云翔（２００６）认为，“差序格局”的“差”、“序”二字，体现了
儒家所说的“人伦”，是一种先于个人存在的伦理纲纪体系。在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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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人伦实践中，家庭成为首要且最为重要的场所，五伦中的“父

子”一伦的“孝道”，也构成了这些实践的起点（沈毅，２００７）。无论是
“五伦”还是“十伦”，所展现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亲疏尊卑有

别的。

尽管今日中国社会与费孝通先生提出“差序格局”的时代相比

已发生了翻天覆地之变，但中国的历史之厚重、惯性之大，虽然经历

了４０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变革，传统的儒家文化仍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马戎，２００７）。诸如人们常说的“四海之内
皆兄弟”、“天下一家”等一度在儒家学说中作为对宏观政治目标构

想的家庭式譬喻，无不体现了“家本位”的思想（沈毅，２００７）。此
外，尽管中国一直以来致力于将家庭打造成适合工业化和市场化制

度的“社会单位”，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福利制度来支撑这种“现

代化”的家庭，家庭的社会功能及其对家庭成员的影响力依然强大

（姚俊，２０１２）。
“家本位”的逻辑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特

点。首先，从个体慈善行为的内在价值来看，在“家本位”基础上的“仁

爱”也必然是“爱有差等”，与西方基督教传统所强调的“博爱”价值观

形成鲜明对此（黄家瑶，２００８）。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慈善文化传统也相
应地表现出家庭（族）本位、官方主导以及民间发展相对不足的特征

（韩丽欣、郑国，２０１４）。受到“家本位”观念的影响，我国慈善事业呈现
出封闭性，慈善主体与客体呈现出熟人化的特征，受助对象范围狭窄是

一种熟人文化的体现，这与现代慈善“陌生人伦理”的慈善精神及其所

要求的社会化、开放性、广泛性等基本特征不相符合（杨方方，２００９），
也大幅降低了普通大众参与慈善捐赠的热情。我国慈善捐赠水平在全

球的排名状况也说明了这一点。《２０１５年世界捐助指数》显示，我国的
个人捐助水平在１４５个受调查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二，其中捐款
指数排名第 １３６名，志愿服务指数排名第 １４４名 （ＣｈａｒｉｔｙＡｉ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

然而，尽管中国社会的“家本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现代

慈善事业发展的桎梏，但笔者认为，仅从上述角度理解家庭对慈善

行为的作用未免过于片面。首先，必须意识到中国社会的结构特征

导致个人行为始终难以脱离家庭的影响，而家庭在慈善行为发生和

慈善文化培育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是多面的。从慈善行为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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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播、扩散来看，个体对家庭的依赖意味着个人慈善行为决策会

不断受到其家人的影响。正如韦伯（１９９５）指出的，中国人的信任属
于特殊信任，其特点是只信任与自己有私人关系（亲戚关系或准亲

戚关系）的他人，而不信任外人。家庭属于初级群体，家人之间往往

有着亲密关系和频繁互动，行为影响具有即时性。由此，个人慈善

观念的培养需依赖家庭关系，慈善行为也会极强地依赖家庭中其他

成员的行为和态度。与外部刺激相比，家庭内部的动员以及慈善价

值观在家庭场域中的传递和扩散，可能是提升我国慈善事业发展水

平的长久之计。

在我国，家庭对于个体慈善行为具有聚合效应，能有效汇集家庭成

员分散的慈善资源，以整体的形式参与慈善事业。虽然无论中西社会，

家庭都是培育孩子利他精神和社会责任的最初场所，是慈善意识和慈

善行为的“孵化地”，但中国的慈善捐赠行为常常以家庭为一个经济实

体发生，并且以夫妻共同决策为主流模式（朱健刚、刘艺非，２０１７）。可
见，家庭成员间慈善行为和观念的相互影响是常态。中国社会结构的

特点决定了以家庭为圆心向外扩散的慈善激励策略将是行之有效的。

了解家庭成员慈善行为的相互影响，更好地利用个人慈善行为的内生

动力，挖掘“家本位”社会特征的积极功能，是提升我国慈善激励效果

的有效措施。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研究个人慈善捐赠，应该重视我国社会

结构的特点，积极发掘家庭对于激励个体捐赠行为的作用。慈善文化

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传递对推动个体慈善捐赠行为的发生可能具有不可

忽视的效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环境不断优化，研究家

庭对个体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机理，发现家庭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中

的特殊意义，对于构建和完善中国本土的慈善捐赠理论、激发我国慈善

事业发展的内源性动力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将从家庭关系的角度分析

家庭对个人慈善捐赠行为发生的影响。中国家庭中存在三种基本关

系，即夫妻、兄弟姐妹以及亲子。其中，纵向的亲子关系是最主要的，代

表了家庭关系的主要方面，比横向的夫妻和兄弟关系占据更为重要的

地位（潘允康、林南，１９９２）。即便在家庭小型化和核心化的趋势下，当
代中国家庭中夫妻关系依然没有取代亲子关系在家庭关系中的核心地

位（马春华等，２０１１）。由此，作为探索性研究，本文将分析代际关系对
个人慈善捐赠行为发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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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慈善捐赠行为的代际效应

（一）现有研究及不足
尽管“家本位”观念对中国慈善事业有着深刻影响，但由于中国慈

善研究整体起步较晚，学界关于家庭对个体慈善捐赠行为影响的研究

还是落后于西方。现有研究主要是基于西方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展

开的。

相关研究指出，家庭慈善行为具有代际传递效应，即父母捐赠行为

的发生、捐赠偏好、志愿服务的参与等对子女有积极影响（ＬｉｌｙＦａｍｉｌｙ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２０１６）。哈吉金森和威茨曼（Ｈｏｄｇｋｉｎｓｏｎ＆
Ｗｅｉｔｚｍａｎ，１９９２）一项针对美国人的研究显示，如果父母参与了志愿服
务，那么其子女参与志愿服务的可能性会增加一倍。此外，威廉等人

（Ｗｉｌｈｅｌ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８）利用美国的收入动态研究（Ｐａｎｅ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Ｉｎｃｏｍ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ＰＳＩＤ）数据来探讨成年子女是否会继承父母的慷慨。研究表
明，父母和他们的成年子女在宗教捐赠的参与上存在强烈的正相关关

系，而在世俗捐赠中正相关仍然存在，但强度稍小。

学界通常将代际传递（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界定为父母
的能力、观念、行为和社会地位等传递给子女的现象（池丽萍、辛自强，

２０１３）。代际传递体现的是代际关系。代际关系既可以发生在家庭
中，即家庭中父辈与子辈、祖辈与孙辈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泛指社会范

围内的老年一代、中年一代和年轻一代之间的关系（邓伟志、徐榕，

２００１）。虽然上述研究发现慈善行为可以代代相传，但这种传递机制
仍需进一步的理解和阐释。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出发，可从两个路径

来解释慈善捐赠行为向下的代际传递。

第一个路径强调父母通过榜样效应来影响孩子的捐赠行为

（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Ｆａｂｅｓ，１９９８）。这个解释关注社会化的过程，即孩子可以
通过“社会学习”来习得慈善捐赠行为（Ｍｏｅｎ＆ＤｅｍｐｓｔｅｒＭｃＣｌａｉｎ，
１９９７）。虽然社会化在包括学校、教会和同辈等许多群体中进行，但家
庭通常被认为是价值社会化最重要的机制（Ｂｅｎｇｔｓｏｎ，１９７５）。慷慨和
利他行为明显受到榜样的影响，而且通常是由父母来扮演这个角色

（Ｍｕｓｔｉｌｌ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４）。作为榜样的父母还可以通过基于共情的口头
规劝、他人导向（ｏｔｈｅｒｏｒｉｅｎｔｅｄ）的诱导以及人格表扬来提高孩子的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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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行为（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Ｆａｂｅｓ，１９９８）。
第二个路径强调与慈善捐赠相关的社会经济资源的传递。社会地

位代际传递理论启示，慈善参与动机是随机分布的，但慈善参与能力则

不然。父辈在给予慈善参与的相关资源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Ｆｅａｔｈｅｒｍａｎ＆Ｈａｕｓｅｒ，１９７８）。父辈可能并不对子辈传播具体的价值
观和信仰，而是赋予子辈在更宏观的社会结构中获得社会、文化和经济

资源及地位的可能性（Ｍｏｅ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７）。父辈将资源传给下一代，下
一代则更有可能实践需要这些资源的事情，比如慈善行为（Ａｃｏｃｋ，
１９８４；Ｇｌａｓｓｅｔａｌ．，１９８６）。这也增加了子辈参与慈善捐赠和帮助他人
的机会（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９０）。

总体而言，已有的关于家庭代际关系对个体慈善捐赠行为之影响

的研究，主要存在两方面的不足。

第一，大部分有关慈善行为代际传递的研究都在西方国家展开，有

关华人社会的家庭对于慈善捐赠影响的研究仍处于边缘位置，调查数

据和定量分析并不丰富。事实上，在华人社会中，家庭的核心地位及儒

家文化影响下家人之间的互动模式可能会对慈善捐赠产生更加复杂的

代际影响。一方面，受“父慈子孝”的儒家思想影响，个体的思想和行

为存在极大的继承性。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中，慈善行为可能存在向

上的代际反哺，即晚辈对长辈的影响。这深深地烙有中国特色的印记。

随着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知识和技术的更新周期不断缩短，“文化

反哺”或“反向社会化”现象更加突出。长辈的家庭权威受到冲击，而

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决策权得到提高（周晓虹，２０００）。尤其对于中
国的现代慈善事业而言，其真正的腾飞发生在２１世纪，因而受影响较
大的是８０后以及更年轻的一代，这也带来了晚辈影响长辈的可能性，
对此值得做进一步探讨。对这一现象的深入思考既有助于丰富慈善研

究相关理论，也对拓展中国社会变迁的相关研究具有较大的理论和现

实意义。

第二，为数不多的现有相关研究主要关注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捐赠

行为的影响，忽略了代际传递在成年后所起的作用。这种研究取向的

背后是对西方家庭关系的隐形假设，即成年子女享有较高程度的独立

性和自足性，家庭成员间的互动更多是交换性而非权威性的。但在中

国家庭中，权力结构受到儒家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变

迁，虽然代际关系愈加平等化和民主化，但互惠性孝道文化依然深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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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主观意识中，为处在风险社会中的个体提供认知安全感、归属感

和存在的目的（石金群，２０１６）。在当代中国，婚姻往往把两个家庭紧
密联系起来，成年子女结婚之后两家人来往密切，在孩子抚养和经济生

活上都彼此依赖。同时，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当代家庭构
成呈现出核心家庭数量减少、直系家庭数量稳定上升的格局，多婚姻单

位家庭数量维持稳定（王跃生，２０１３）。婚后的子辈在观念和行为上会
受到公婆或岳父母的影响，同时也会对他们产生影响。因此，成年子女

的慈善行为继承和反哺值得进一步讨论。

（二）文化反哺与慈善捐赠
无论“传承”抑或“教化”，文化传递的方向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相当

一段时期内都是单向的：家庭中是自亲代向子代，社会中则是自上层向

下层传递。这两种意义上的“父为子纲”可谓是一切文明社会文化传

承的基本法则（周晓虹，２０００）。然而在近代，特别是２０世纪末、２１世
纪初的“信息技术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速度之

快，以至于哪怕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两代人之间，也出现了一种断裂

式的文化“代沟”现象，甚至演变为代际冲突。

与传统社会的“单向亲子传承”模式不同，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

二次世界大战后），亲代逐渐丧失教化的绝对权力，同时子代却得到了

前所未有的“反哺”能力（周晓虹，２０００）。在西方社会，米德最早通过
“后喻文化”的概念概括了这种晚辈向前辈进行“反向社会化”的过程

（米德，１９８７）。而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转型过程
中，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４０年间，社会文化在器物和观念层面的变迁
速度与强度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大变迁的时代激流中，中国的青

年一代担当起“弄潮儿”的角色，将知识文化传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前

辈，成为新型文化传递模式的“始作俑者”（周晓虹，２０００）。对此现象，
周晓虹（１９８８：２３）提出了“文化反哺”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在急速的文
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

程”。

那么，现代慈善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的传递是否呈现出了“文化

反哺”的特征呢？我们认为，慈善行为除了能够“传承”给子辈之外，还

能够“反哺”给父辈。这往往是通过“反向社会化”来实现的。“反向社

会化”是指年轻一代将文化和观念传递给年长的一代。随着社会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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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向现代转型，知识和技术更新周期缩短，社会变革加剧。年轻一代显

示出对于现代社会的高度适应性，对于现代社会知识的接受及掌握能

力远胜父辈，而父辈日益成为被教育的对象，传统家庭中的父母绝对权

威受到严重冲击（田崇玉，２００９）。在家庭生活和亲子间的文化传承
中，两代人在接受和适应新事物的能力上的差别使得文化反哺现象变

得愈加鲜明（周晓虹，２０００）。同时，受计划生育等政策的影响，我国家
庭结构小型化，下行的亲子关系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杨善华，２０１１），
这也加大了慈善反哺的可能性。子女在家庭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得到

加强，为影响父辈的慈善态度和行为奠定了基础。

此外，慈善行为的代际反哺现象还会受到慈善环境变迁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国民慈善捐赠行为影响最大的有三个时期：１９８１年
起中国慈善事业的复兴、２００８年起中国慈善事业的腾飞以及２０１６年
起中国慈善事业进入法治化时期。在我国，慈善作为一种美德，经历了

三千年的传承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近代以来的慈善事业

被中断（１９４９－１９８１年）；改革开放后我国慈善行业全面复兴（１９８１－
１９９４年），此后又经过１４年的发展历程（１９９４－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０８年在
奥运会和汶川地震的影响下出现了“全民慈善”蓬勃发展的局面，开启

了由近代慈善向现代慈善的转型之路（周秋光、林延光，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慈善法》的施行标志着中国慈善事业进入法治化时代。

我国的慈善事业环境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改善，以２００８年为标
志性年份，发生了质的飞跃。这意味着民众参与慈善捐赠的环境越来

越好，机会越来越多，权益保障也得到加强。受这些反身性因素的影

响，年轻的、具有行为能力的个体更可能参与慈善捐赠。其中，８０后、
９０后受到的积极影响最大，也更有可能参与慈善捐赠，因为有利的慈
善环境帮助这个群体从小塑造慈善意识，培育鲜明的慈善态度。而６０
后、７０后作为经历我国慈善事业停滞发展的一代，面对个性更张扬，思
想更开放、独立的子辈，其慈善理念和态度反而更容易受到子辈的影

响，从而导致慈善反哺的发生。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个体的慈善捐赠行为存在代际效应。在家庭

的场域中，父辈和子辈通过不同的路径影响着对方的慈善意识和慈善

捐赠行为（见图１）。父辈对子辈的向下传递和子辈对父辈的向上反哺
交织在一起，产生了双向影响。

因此，完善本土慈善理论的建构，要重视家庭作为捐赠主体对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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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慈善捐赠的代际影响路径

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作用，要将慈善捐赠领域的主要研究对象从

“个人”延伸至“家庭中的个人”，要以家庭为整体进行评估，以家庭整

体作为激励对象，充分考虑家庭的特征和利益。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４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ＣｈｉｎａＬａｂｏｒｆｏｒｃ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ｕｒｖｅｙ，简称ＣＬＤＳ）数据，在中国语境下考察了慈善捐赠行为
的双向代际效应，勾勒出现代中国社会中慈善行为代际传承及反哺的

特征。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２０１４年的“中国

劳动力动态调查”（ＣＬＤＳ）。ＣＬＤＳ的随机样本覆盖全国２９个省、直辖
市和自治区（不包含港澳台地区、西藏自治区和海南省）。在抽样方法

上，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ＰＰＳ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２０１４年 ＣＬＤＳ共完成
１４２２６份家庭问卷和２３５９４份个体问卷。本研究认为，探讨家庭同住
成员间慈善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价值。在家庭这个场域中，同住家庭

成员更可能产生密集的互动和交流，其捐赠行为更可能对彼此产生即

时、长久和稳定的作用，而非同住家庭成员受家庭场域的影响相对更

弱，不利于观察慈善行为的代际效应。此外，慈善捐赠作为一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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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社会经济地位而言可变性更大，在互动贫乏、空间分割的家庭成员

间可能难以传递。填答了ＣＬＤＳ个体问卷的调查对象都是来自各自家
庭的同住人员，这满足了研究要求。同时，由于未成年人参与慈善捐赠

的能力和机会有限，且在家庭的权力结构中一般处于弱势地位，为了更

好地分析慈善行为的代际影响，也为了观察代际传递在子辈成年后所

起的作用，我们只观察子辈为成年人（年龄不小于１８岁）的样本。
为了分析父辈和子辈捐赠行为的相互影响，我们需先定位父辈与

子辈之间一对一的关系。目前与本项研究主题相关的全国性大型调查

主要有两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ＣＦＰＳ虽然有关于家庭整体捐赠行为的调查，也有内容反映
任意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但没有涉及具体的家庭成员或个体的捐赠

行为。ＣＬＤＳ涉及的捐赠行为可以定位到家庭的具体成员，但只搜集
了每个家庭成员与家庭问卷回答者的关系。我们并不能从 ＣＬＤＳ数据
中找到任意两个家庭成员之间的精确关系。尽管如此，我们可以通过

家庭成员与家庭问卷回答者的关系间接得到其他家庭成员间的关系。

这种方法存在一定弊端，即在家庭成员较多的情况下，个别家庭成员之

间的关系难以得到精确的定位。具体到本文，我们按照如下步骤生成

了家里的父辈—子辈代际关系样本。

数据生成流程如图２所示。第一步：以家庭问卷回答者为标准，在
家庭成员里寻找其子女（含儿子、女儿、儿媳、女婿），以家庭问卷回答

者为父辈、其子女为子辈生成“父辈—子辈”数据 ｆａｔｈｅｒ＿ｓｏｎ＿１。第二
步：基于ｆａｔｈｅｒ＿ｓｏｎ＿１数据，以家庭问卷回答者为标准，在家庭成员里
寻找其配偶。家庭问卷回答者的子女，也是其配偶的子女。以家庭问

卷回答者的配偶为父辈、其子女为子辈生成“父辈—子辈”数据 ｆａｔｈｅｒ＿
ｓｏｎ＿２。第三步：以家庭问卷回答者为标准，在其家庭成员里寻找其父
母（含父亲、母亲、公公、婆婆、岳父、岳母）。以家庭问卷回答者为子

辈、其父母辈成员为父辈生成“父辈—子辈”数据 ｆａｔｈｅｒ＿ｓｏｎ＿３。第四
步：基于ｆａｔｈｅｒ＿ｓｏｎ＿３数据，以家庭问卷回答者为标准，在家庭成员里
寻找其配偶的个人编码，并入 ｆａｔｈｅｒ＿ｓｏｎ＿３数据。家庭问卷回答者的
父母（含父亲、母亲、公公、婆婆、岳父、岳母），也是其配偶的父母。以

家庭问卷回答者为子辈、其父母辈成员为父辈生成“父辈—子辈”数据

ｆａｔｈｅｒ＿ｓｏｎ＿４。第五步：合并 ｆａｔｈｅｒ＿ｓｏｎ＿１、ｆａｔｈｅｒ＿ｓｏｎ＿２、ｆａｔｈｅｒ＿ｓｏｎ＿３和
ｆａｔｈｅｒ＿ｓｏｎ＿４数据，得到“父辈—子辈”关系数据ｆａｔｈｅｒ＿ｓｏｎ。最后，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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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据的基础上，根据个体的问卷编号，分别用父辈成员的个体问卷

编号、子辈成员的个体问卷编号与 ＣＬＤＳ的个体问卷数据、个体慈善
数据合并。保留父辈和子辈都做了个体问卷的关系对数据，删除子

辈年龄小于１８岁的关系对，然后将其整体与家庭数据合并，进而得到
本文的分析数据。这个过程之后共得到６１２０对家庭父辈与子辈的关
系对。

图２　ＣＬＤＳ中父辈—子辈代际关系生成的逻辑图

（二）变量说明及分析方法
正如前文所强调，本研究关注慈善行为的发生。因此，结果变量为

“（上一年）父辈是否参与了慈善捐赠”，以及“（上一年）子辈是否参与

了慈善捐赠”。本研究只考虑同住家庭中的子辈和父辈。其中，父辈

包括父母、公婆和岳父母。子辈包括子女、女婿和儿媳。

本研究还将一些常见的影响慈善捐赠行为发生的因素作为控制变

量来考虑。现有研究显示：（１）个体收入水平越高，捐赠资源越多，越
倾向于参与慈善捐赠（刘凤芹、卢玮静，２０１３）；（２）受教育程度高的个
体更倾向于参与慈善捐赠（Ｂｅｋｋｅｒｓ＆ＤｅＧｒａａｆ，２００６）；（３）女性更倾
向于参与慈善捐赠（Ａｎｄｒｅｏｎｉ＆Ｖｅｓｔｅｒｌｕｎｄ，２００１）；（４）年龄往往与慈
善捐赠的能力和倾向成正相关（Ｗａｎｇ＆Ｇｒａｄｄｙ，２００８）；（５）宗教人士
更热衷于公益慈善事业（Ｂｅｋｋｅｒｓ＆Ｗｉｅｐｋｉｎｇ，２０１０）；（６）单位对于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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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有着特殊效应，体制内的个体常常受到单位动员或强制而参与捐赠

（毕向阳等，２０１０）；（７）党组织的动员往往也是个体参与捐赠的重要因
素，党员的慈善捐赠参与率和积极性往往更高（胡荣、沈珊，２０１３）；
（８）子辈是否是独生子女对父辈的捐赠有影响，相比多子女家庭而言，
独生子女的父母更有可能拥有捐赠资源；（９）家庭特质，如家庭对慈善
事业的支持度、参与度和慈善参与偏好，对家庭成员的捐赠行为也有影

响。由此，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为：（１）体制内成员；（２）年收入对数；
（３）年龄；（４）性别；（５）受教育年限；（６）是否是宗教人士；（７）是否是
党员，包括共产党和民主党派；（８）子辈是否是独生子女；（９）是否有以
家庭为名义的捐赠。变量的统计情况详见表１。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Ｎ＝６１２０

父辈 子辈

变量 样本量 均值／百分比 样本量 均值／百分比

是否捐赠

　是（１） ３５１ ５７４％ ３２４ ５２９％

　否（０） ５７６９ ９４２６％ ５７９６ ９４７１％

２０１３年总收入（万元） ２８７（ＳＤ＝１１７０） ３０３（ＳＤ＝５０７）

教育年限（年） ７０３（ＳＤ＝４１８） １１００（ＳＤ＝３５７）

年龄（岁） ５３８８（ＳＤ＝７９４） ２７７８（ＳＤ＝７０９）

性别

　男（１） ２７８４ ４５４９％ ３１４１ ５１３２％

　女（０） ３３３６ ５４５１％ ２９７９ ４８６８％

是否体制内成员

　是（１） ７０３ １１４９％ ５７５ ９４０％

　否（０） ５４１７ ８８５１％ ５５４５ ９０６０％

宗教信仰

　有（１） ８５２ １３９２％ ７５４ １２３２％

　无（０） ５２６８ ８６０８％ ５３６６ ８７６８％

政治面貌

　党员（１） ４５１ ７３７％ ３５４ ５７８％

　群众（０） ５６６９ ９２６３％ ５７６６ ９４２２％

子女为独生子女

５９１

论 文 个体慈善捐赠行为的代际效应



续表１

父辈 子辈

变量 样本量 均值／百分比 样本量 均值／百分比

　是（１） １３２８ ２１７０％

　否（０） ４７９２ ７８３０％

以家庭名义共同捐赠

　是（１） ４００ ６５４％ ４００ ６５４％

　否（０） ５７２０ ９３４６％ ５７２０ ９３４６％

考虑到父辈捐赠和子辈捐赠之间很有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或

互反关系（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以及估计两者的方程误差项之中至
少存在部分相关，本研究采用非递归联立方程模型来分析捐赠参与的

代际效应（帕克斯顿等，２０１６：２）。在该模型中，我们用一个两阶段的
二分对数偶值模型（ｂｉｎａｒｙｌｏｇｉｔｍｏｄｅｌ）进行估计。

ｙ１ ＝ｌｎ
Ｐ（ｙ１ ＝１）
１－Ｐ（ｙ１ ＝１

( )） ＝β１ｙ２＋γχ＋ε１
ｙ２ ＝ｌｎ

Ｐ（ｙ２ ＝１）
１－Ｐ（ｙ２ ＝１

( )） ＝β２ｙ１＋θχ＋ε２
其中，ｙ１为父辈捐赠的对数偶值（ｌｏｇｏｄｄｓ），ｙ２为子辈捐赠的对数

偶值，它们各自与模型自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模型中的自变量参

数值进行指数转换后得到自变量单位变化所引起的因变量偶值变化的

幅度———偶值比（ｏｄｄｓｒａｔｉｏ）。在本研究的二分变量非递归联立方程
中，我们首先运行一个估计父辈捐赠的模型，其中包括子辈捐赠作为模

型的自变量。然后，在运行第二阶对子辈捐赠的二分类 ｌｏｇｉｔ模型时，
第一阶模型的拟合值被代入内生自变量ｙ１（父辈捐赠）的位置，最终获
得整个模型的结果参数（Ｓｈａ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２）。该非递归联立方程模型
示意图如图３（误差项ε１和ε２未显示）。该模型中大部分预测变量分
属于父辈和子辈两代人，相对于因变量而言都是外生的，且引入这些变

量是基于对现有理论和文献的综合考量，这将有助于我们估计和识别

这一非递归模型（帕克斯顿等，２０１６：２４）。本研究使用的统计分析软
件为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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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非递归联立方程模型示意图

四、结果分析

（一）模型估计
图４中的非递归模型结果显示，在子辈为１８岁及以上的家庭关系

对中，父辈和子辈的捐赠参与相互影响。而且，无论是影响系数还是显

著性，子辈对父辈的影响明显强于父辈对子辈的影响。该模型的拟合

优度总体良好（见表２）。该模型显示，对于父辈的捐赠参与而言，除了
受到子辈捐赠参与显著的正向影响（ｐ＜０００１）之外，还受到党员身
份、体制内属性、受教育水平、宗教信仰以及年龄和性别的影响。其中，

是党员或者属于体制内的父辈个体明显更倾向于参与捐赠。这体现了

中国的制度特色。子辈对父辈捐赠的影响体现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特

色。对于子辈的捐赠参与而言，虽然也受到父辈捐赠参与的影响，但其

影响强度不及党员身份、体制内属性和教育水平这三大要素。除此之

外，子辈的捐赠参与还受到宗教信仰的影响。以上要素和父辈捐赠行

为的影响因素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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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图４　父辈和成年子辈捐赠行为的相互影响（Ｎ＝６１２０）

　表２ 　　模型拟合优度

总体

（Ｎ＝６１２０）
子辈年龄１８－３４岁
（Ｎ＝５０７９）

稳健性检验

（Ｎ＝２７３０）

卡方／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χ２）

　卡方值
２７２３２

（ｐ＝００１８）
２１０５４

（ｐ＝０１００）
１４５１５

（ｐ＝０４１２）

　自由度 １４ １４ １４

绝对拟合指数

　近似误差均方根（ＲＭＳＥＡ）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４

　ＲＭＳＥＡ的９０％置信区间 （０００５，００１９） （０００１，００１８） （００００，００１９）

　标准化残差均方根（ＳＲＭＲ） ００５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６１

　赋范卡方 １９４５ １５０４ １０３７

增值拟合指数

　非范拟合指数（ＴＬＩ） ０９３８ ０９６５ ０９９４

　比较拟合指数（ＣＦＩ） ０９７４ ０９８５ ０９９８

对于子辈年龄为１８－３４岁的家庭关系对而言，子辈捐赠行为对父
辈捐赠行为的影响依然很强（见图５），并且在统计意义上显著（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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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１）。然而，父辈捐赠参与对子辈捐赠参与的影响变得不显著了。
显著影响子辈捐赠参与的变量依然是党员身份、体制内属性和受教育

水平。对于父辈的捐赠参与而言，除了受到子辈捐赠参与的影响之外，

还受到党员身份、体制内属性、受教育水平、宗教信仰和性别等因素的

影响。该模型的拟合优度良好（见表２）。从分析结果可见，就捐赠参
与而言，子辈对父辈的影响比父辈对子辈的影响强，这一点对于子辈生

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后的家庭更为明显。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图５　父辈和年龄为１８－３４岁子辈的捐赠行为的相互影响（Ｎ＝５０７９）

（二）稳健性检验
由于同一家庭的多对内部关系具有近似性，可能产生统计推断偏

差。因此，笔者通过随机抽取多对关系家庭内其中一对关系来重新组

成新样本，对以上分析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样本生成的具体操作

步骤如下：第一步，根据家庭关系对数量将样本分成１０个数据集（家
庭里父辈—子辈对最少１对，最多１０对）；第二步，在每个家庭里对关
系对进行排序，生成排序号１、２、３．．．、ｎ（ｎ等于家庭关系对数量）；第
三步，在数据里生成一列随机数，随机数的取值为１、２、３．．．、ｎ（ｎ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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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关系对数量）；第四步，在每个数据集里抽取关系对排序号与随机

数取值相等的个案组成新的样本，共得到１０个新样本（对于家庭只有
１对关系对的，则不用抽样）；第五步，将１０个新抽取的样本进行合并，
得到最终的样本。对于该样本，每个家庭都只有１对父辈—子辈的关
系，共得到２７３０对家庭父辈与子辈的关系对。

稳健性检验结果如图６所示，对于在多对父辈—子辈关系家庭中
随机抽取的１对父辈—子辈关系的家庭而言，父辈和子辈的捐赠参与
依然相互影响，且无论是对于影响系数还是显著性而言，子辈对父辈的

影响明显强于父辈对子辈的影响。这与基于总体样本分析所得结果一

致。并且，该模型的拟合优度总体良好（见表２）。这在一定程度上说
明了以上分析的稳健性以及结论的可靠性。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图６　父辈和成年子辈捐赠行为相互影响的稳健性检验（Ｎ＝２７３０）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发现
个体参与慈善捐赠的原因一直是近年来国内的热点研究问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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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然而，现有研究关于家庭及其内部关系对慈善行为的影响讨论不

多。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西方语境下的研究大多认为个人慈善捐赠更

多受到个体因素、社会组织和宗教文化的影响，而国内的相关研究还大

多处于借鉴西方理论框架并“简单移植”到中国本土语境的初级阶段。

针对现有研究的缺陷，本研究基于中国特色的社会结构、传统文化和慈

善环境，从纵向家庭关系的维度讨论了慈善捐赠行为的代际效应。

首先，本研究发现，父辈的慈善捐赠参与对子辈的慈善捐赠参与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正如前文所述，慈善行为向下的“传承”或“教化”

会通过社会化的过程以及家庭社会经济资源的传递来实现。这个发现

也印证了西方现有的一些研究观点。这说明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

家，家庭慈善行为的代际传递都是存在的。家庭慈善行为的存续需要

依赖长辈的榜样效应以及长辈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本研究

还进一步显示，父辈的慈善捐赠行为对于成年子女依然有影响。换言

之，除了未成年子女在社会化过程中容易习得父母的慈善捐赠态度和

行为之外，成年子女的慈善捐赠行为依然不能摆脱父辈的影响。这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家本位”的传统文化。与西方发达国家

“情感为主”的代际关系不同，中国的子女即使成年以后依然与父母在

功能上相互依赖（石金群，２０１６）。这突出了家庭对于中国人的特殊意
义，家庭及家人在个体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中始终具有重要的影响。

此外，一个更重要的发现是，在中国家庭中，慈善捐赠的代际互动

和影响更多是双向的，不仅表现为父辈向下的传承，也表现为子辈向上

的影响———这印证了周晓虹提出的“文化反哺”现象。正如周晓虹

（２０１５：１１０）所指出的，“‘文化反哺’成了自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几乎
所有中国家庭都经历过的一种前所未有的代际关系的重塑体验”。改

革开放使得整个社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急剧变化，导致改革开放前

后的两代人之间存在从“封闭”到“开放”的巨大裂隙，让同时生活在世

的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的生存环境出现巨大落差，在物质生活与精神

生活上出现强烈反差。这决定了中国传统亲子关系的“颠覆”比其他

国家更彻底，也使得“文化反哺”现象大规模出现在今日的中国社会

中，是“只此一地”且“只此一次”（周晓虹，２０１１）。慈善捐赠行为的
“代际反哺”现象表明，代际关系是慈善行为在家庭中扩散的重要载

体，分析家庭慈善行为不可忽视中国社会特有的代际关系。把握慈善

捐赠行为在家庭中的传递特点，充分利用自上而下的“传承”力量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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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而上的“反哺”力量，将会有效推动家庭慈善文化的培育，提高整个

社会的慈善参与热情。

在借鉴周晓虹“代际反哺”概念的基础上，我们还进一步对慈善捐

赠行为的反哺和传承力量做了对比。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慈善捐赠行

为而言，尤其是在子辈为８０后或９０后的家庭中，子辈向上的影响明显
强于父辈向下的影响。这更加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特色。首先，这与我

国慈善环境的发展有关。我国的慈善环境从８０年代开始改善，科技革
命、电子计算机的普及、大众传播媒体的流行使得现代慈善观念对８０
后、９０后产生了深远影响，而６０后、７０后作为经历我国慈善事业停滞
发展的一代，在现代慈善领域的话语权方面失去了优势和权威。其次，

中国家庭生育政策形塑的代际关系也是子辈话语权的重要来源。一方

面，计划生育政策使得独生子女家庭增多，在这类家庭中，孩子更显珍

贵，长辈将感情、精力和资源都投注在惟一的孩子身上，对子代更加关

注（郝玉章、风笑天，１９９８）。这导致的最直接结果就是子代逐渐取代
亲代而成为代际关系互动中的主导一方（蔡娟，２０１５），强化了反向社
会化的效果。另一方面，在“控量”、“提质”的政策倡导下，子女因是家

庭的希望而备受珍视，老人因日近黄昏而被视为负担，即便子女依旧有

孝心，但当资源有限时，“敬老”让位给“重小”，代际关系逐渐由费孝通

（１９８３）所提出的反馈模式或“抚育—赡养”模式向“接力—反哺”模式
转变（杨菊华，２０１７）。由此，家庭代际关系由尊老转向重小，上行的亲
子关系在家庭生活中的影响逐渐减弱。相应地，下行的亲子关系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这一趋势也反映在慈善捐赠行为的代际效应

中。这使得接受了现代慈善文化和理念熏陶的年轻人在形塑中国现代

慈善精神的过程中拥有巨大优势。

（二）研究启示和展望
发展根植于中国本土的慈善捐赠理论，需要充分重视中国“差序

格局”的社会结构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学界现有观点认

为中国的家庭主义成为了现代慈善事业的阻碍，但笔者却认为，家庭蕴

含着强大的慈善捐赠动员潜力。在中国，家庭始终是社会生活最基本

的单元。尽管千百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

化，家庭却依然保留了对社会生活中各项制度的显著影响，对于慈善事

业的发展亦是如此。一方面，儒家思想强调传承，慈善文化从亲代到子

２０２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９．１



代、从年长一辈到年轻一辈的传承，是中国传统“仁爱”理念的传递。

另一方面，“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使得家庭和家人在中国人的个体生

活中的意义难以被其他社会关系所超越。因此，家庭成员的态度和行

为对于个体慈善行为的决策和扩散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可见，家庭是慈善行为传统存续所依赖的重要社会制度，代际关系

是慈善文化传承和反哺的重要载体。由此，在中国的社会情境下，研究

个人为何参与慈善捐赠时，家人的捐赠行为是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

有学者总结，中国传统的慈善实践一直存在“强国家弱社会”的特点，

个人慈善观念和活动范围有限，且具有相当的特殊性（韩丽欣、郑国，

２０１４）。而现代意义上的慈善更多强调非差序性、普遍性和公益（公
共）性的特征。这对转型中国社会而言是一个相当新近的观念，也是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挑战。

如果把个人的慈善捐赠行为看作全社会中慈善文化在微观层次的

一种具现，慈善捐赠行为强大的“代际反哺”效应则表明，传统自上而

下的慈善文化传承模式正在向现代社会双向的乃至以自下而上为主的

慈善文化传递模式转变。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子辈在形塑家

庭慈善文化的过程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话语权。在中西方慈善文化互

动加强、年轻一代更好地吸收现代慈善理念的背景下，通过“文化反

哺”的传递模式来实现现代慈善公益精神和实践的传递，可极大地帮

助中国完成慈善事业的现代化转型。这既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也是４０
年来改革开放的社会伴生物。“文化反哺”能促进几代人之间的共生

与契洽，通过对包括代际文化和代际差异在内的多元文化的相互包容，

帮助实现社会剧烈转型中的代际和谐（周晓虹，２０１５）。慈善行为的反
哺效应能够促成两代人的共同成长，实现传统慈善文化和现代慈善文

化的相通和共融，推动中国慈善事业新的繁荣。

上述研究对于健全我国慈善捐赠激励体系有重要启示。激励个体

慈善行为，要把家庭置于慈善激励体系的核心位置，重视以代际关系为

载体的慈善行为传递效应，充分发挥家庭对慈善行为的激励作用。慈

善行为在家人中传递的主要方向和脉络可用来提高慈善激励的效果和

精细化程度。总体来看，慈善捐赠向上的代际传递效应明显强于向下

的传递效应。这既印证了我国下行代际关系在家庭中的核心地位，也

反映了我国慈善事业的兴起和发展对子辈的深刻影响，从而导致子辈

强有力的“文化反哺”效应。由此，在慈善事业的发展中，要加强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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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里子辈的动员，充分考虑年轻人对于现代社会知识的接受能力，以及

对电子产品和高科技的使用能力，鼓励年轻人帮助家庭中的长辈加强

对慈善理念的吸收和慈善工具的运用，传播慈善精神。

针对家庭主义对我国慈善事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学者建议发展

公益慈善事业需要依靠不符合“家本位”逻辑的行政力量以及企业和

个人的共同努力（高志奇、王佳，２０１１）。本研究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家
庭在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中的角色进行了审视。中国的社会结构是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的一个核心要素，既然“家本位”文化对大众的影

响已根深蒂固，简单地回避家庭、以非“家本位”逻辑来设计慈善参与

的激励措施终究不是长远之道。相反，我们需要深刻、全面地理解家庭

对慈善事业的意义，从家庭本身出发，积极发掘家庭对于激励个体捐赠

行为的作用。正如本研究所提示的，慈善行为和文化在家庭成员之间

的传递能有效推动个体慈善捐赠行为的发生、家庭慈善行为的扩散以

及社会慈善文化的培育。

本研究的另一启示是要重视家庭慈善对维系家庭关系的意义。如

同“文化反哺”为几代人走向共生与契洽搭建了便捷畅通的桥梁，慈善

行为的反哺效应亦可促进代际和谐。慈善传播爱和利他主义精神，在

慈善参与中知善、至善，除了有助于社会和谐之外，也有助于减少家庭

冲突，调和家庭矛盾，改善家庭关系。此外，以家庭为主体的一些新的

慈善参与形式，如“亲子公益”的推广，使“个体化”的慈善参与发展为

“家庭式”的慈善参与，从“到场参加”模式变为“互动体验”模式。它

不仅为子辈提供了参与家庭互动的平台，也为父辈提供了开展家庭教

育和培养亲密亲子关系的机会。可见，家庭成员的代际关系既是家庭

传递慈善行为的前提，也是其结果。

基于此，慈善组织作为形塑慈善场域的重要行动者，在工作中要充

分重视家庭代际关系，将慈善精神深深嵌入家庭文化之中。慈善组织

的公信力、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工作人员的交流能力等都会影响慈善

参与者的规模和构成，并对家庭慈善的发展潜力产生影响，发展策略不

当会导致慈善捐赠者的流失和慈善事业的停滞。而那些可以成功渗入

家庭教育和亲子互动的慈善组织则能提高捐赠者的长期忠诚度。慈善

文化与家庭活动之间的相互强化作用可促进慈善事业的繁荣。因此，

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对慈善组织理解慈善行为的存续与改变十分重

要。中国社会的家庭文化、代际关系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们也是解读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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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现象复杂性与多元性的重要密码。

本研究期望以慈善捐赠行为的代际效应为切入点，推动中国社会

乃至华人社会慈善事业的本土化研究和理论创新。本研究还在国内现

有全国性大型调查的基础上首次生成了与慈善行为相关联的家庭成员

关系对，为后续开展更多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撑。

本研究也存在若干不足。首先，本研究只考察了个体是否参与慈

善捐赠，并没有讨论捐赠行为的内部差异性，例如捐赠数额以及不同类

型的慈善行为。这主要是由于国内现有全国性大型调查并没有将个体

的捐赠行为细化，并且在少有的涉及个体慈善捐赠数额的调查中数据

缺失严重，影响分析结果的效度。因而，本研究没能够细分慈善捐赠行

为。尽管如此，本研究的目的也已实现。其次，为了更好地观察家庭场

域中的行动者的行为及其相互影响，本研究只涉及了家庭同住成员，没

有覆盖非同住的家庭成员。未来的研究可基于更完善的数据将非同住

的家庭成员纳入进来，进一步揭示慈善捐赠行为的代际效应。最后，由

于数据和资料的局限，尽管本研究基于文献回顾勾勒出了捐赠行为代

际影响的路径，但只基于数据分析探讨了代际效应，而非具体影响机

制。未来的研究可利用更有针对性及更为细化的数据，填补这一方面

的缺陷。

未来的研究还可进一步探讨慈善捐赠行为代际传递中的性别角

色，比较父亲和母亲在慈善捐赠代际传递中的角色和影响，细化慈善行

为社会化过程中的动力机制。同理，亦可比较儿子和女儿在不同婚姻

状况下对慈善捐赠代际传递的作用，揭示文化反哺中的婚姻效应和性

别角色。同时，还可尝试调节慈善捐赠代际传递中的各个控制变量，如

性别、收入水平等对家人捐赠行为和个体慈善行为关系的影响，并且量

化代际关系作为新的控制变量。最后，中国剧烈的社会转型及慈善事

业所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使得家庭对于个体慈善行为的影响在不同

的时期、不同的区域存在差异，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城乡差异和世代差

异。对这一现象的深入思考，将有助于丰富慈善研究相关理论，同时对

拓展中国社会变迁的相关研究具有较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有待新

的研究来进一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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